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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对出资加速到期股东的执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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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法》此次修法新增的第 ５４ 条规定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赋予债权人在
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权利。 债权人对出资加速到期
股东的执行路径，呈现基于实体法请求权提起诉讼获得执行名义方案、基于程序
法规范直接执行方案二元并立的格局。 而实体法债权人代位权方案、法定债务
方案、担保责任方案在解释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程序法直接执行方案不仅难以
解决公司法“入库规则”与执行法“优先受偿规则”之间的冲突，亦难以说明执行
力主观范围扩张至未出资股东的正当性基础，还存在债权执行的形式审查、非货
币出资难执行等司法实践难题。 上述功能重合的执行方案并没有发挥其应有作
用。 应将“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确定为债权人向出资加速到期股东主张权利的
请求权基础，统一以第三人侵害债权诉讼执行方案作为债权人对出资加速到期
股东的执行路径。 并对该执行程序作出具体设计，以实现《公司法》第 ５４ 条的统
一法律适用，同时保障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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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４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ｙ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ｓｅｔｔ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ｂｔｓ．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 ｓｕｂ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ｂ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ｌａｗ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ｒｕｌｅ ｏ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ｌｓ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ｆｕｎｄ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ｃｌａｉｍ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ｎ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ｘｅｃｕｔ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ｐｌａｙｅ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ｐｅｒ ｒｏｌ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ａｉ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ｅｘｐｉｒｙ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于 ２０２３ 年进行重大修改，第 ５４
条 〔 １ 〕系此次修法的新增条款，规定了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股东具有提前缴纳出

资的义务，被称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 《公司法》从 １９９３ 年颁布至今，历经多次修

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从最初的全面实缴制，到 ２０１３ 年修改为全面认缴制，再到 ２０２３
年修改为限期实缴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在 ５ 年内缴足，发起成立的股份公

司股款在公司成立前缴足。 〔 ２ 〕注册资本的限期实缴制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密切关联，
正是因为股东缴纳出资仍然存在时间范围，故《公司法》规定了第 ５４ 条赋予公司和债

—２８１—

　 　 　 　 河北法学 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１ 期

〔 １ 〕

〔 ２ 〕

参见《公司法》第 ５４ 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

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参见赵旭东、周林彬、刘凯湘等：《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
治论丛）》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 １３ 页。



权人满足条件时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权利。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从《公司法》第 ５４ 条向前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 ３５ 条 〔 ３ 〕最早规定了公司破产后股东出资的加

速到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２ 条 〔 ４ 〕规定了公司解散进行清算时的股东出

资加速到期。 而 ２０１９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
第 ６ 条 〔 ５ 〕列举了公司满足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公司决议恶意延长出资期限这两

种例外情形下的“非破产”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故在新《公司法》第 ５４ 条颁布施行前，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仍被限定在公司破产、公司解散这类较为严格的条件范围内。 支持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一般化的学者在此前主张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进行扩张解释，将“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扩张解释为包括出资期限

未届满的股东。 〔 ６ 〕但此种解释方案在此前未形成通说，司法实践仍然按照《九民纪要》
的规定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采取较为谨慎的限定化适用方案。 故当股东出资加速到

期从限定化制度转变为一般化制度，因其关涉《公司法》与关联法律的制度、程序衔接，
关于此项制度的具体实现路径有必要展开讨论。

一、债权人对出资加速到期股东执行路径的二元格局

新《公司法》第 ５４ 条规定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债权人若想依据该制度执行

股东出资，在我国当前法律框架下，存在实体法先诉讼后执行方案、程序法直接执行方

案并行适用的二元并立格局。 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在司法实践中均有相关裁判案例。
（一）实体法方案：债权人通过诉讼获得执行依据

自温特沙伊德提出请求权概念以来，在德国学者研究的推动下，实体请求权逐渐

—３８１—

债权人对出资加速到期股东的执行路径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参见《企业破产法》第 ３５ 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
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参见《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２ 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 股东尚

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

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

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

予以支持。
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６ 条：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
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下列情形除外：（１）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２）在公司债务产生后，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参见李建伟：《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研究》，载《人民司法》２０１５ 年第 ９ 期，第 ５６ 页。



从诉权中脱离而成为独立的概念。 〔 ７ 〕实体请求权从诉权中分离出来，促进了实体法与

程序法的分野。 债权人基于实体法上规定的请求权，向股东提起诉讼，是为实体法路

径。 债权人向出资加速到期股东行使请求权的理论主要存在第三人侵害债权说、债权

人代位权说、法定债务说和担保责任说。 〔 ８ 〕

１． 第三人侵害债权说

第三人侵害债权说认为股东在满足公司履行不能的要件时仍未缴纳出资，股东因

其不缴纳出资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造成了侵害，债权人就可以向股东主张出资

范围内的债权侵害责任。 德国、法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虽然在学理上对此有不

同见解，但在实务中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均持肯定态度。 〔 ９ 〕司法实践中亦有大量判例支

持此主张，如甲公司、乙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１０〕 ，银川市兴庆区

毅某经销部、黄某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１１〕 ，李海伦、束中哲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１２〕等案件中，法院即认可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的

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股东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２． 债权人代位权说

债权人代位权说认为，股东在初始章程或增资合同中作出的认缴意思表示属于民

法上为自己设定负担的行为，本质上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 〔１３〕将股东未届期的出资

解读为公司对股东享有的债权，就使得债权人对股东提起代位权诉讼成为可能。 我国

诸多学者将股东认缴但未实缴的出资认定为公司对股东享有的债权。 〔１４〕德国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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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参见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２ 页；陈刚：《实质

诉讼法的“脱私入公”过程及其复兴意义———以温特沙伊德〈当代法意识下的罗马私法之诉〉的解读

为主线》，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８８ 页。
参见周珺：《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直接请求权》，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９７ 页。
参见李巧毅：《论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第 ５７９ 页。
参见桐乡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４）浙 ０４８３ 民初 ４０７４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４）宁 ０１０４ 民初 ５３２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粤民再 ２５４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东光：《论股权转让人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责任》，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８５ 页。
参见钱玉林：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载 《法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６ 页；袁碧华：
《“认”与“缴”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２０３ 页；彭真

明：《论资本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责任———兼评 “上海香通公司诉昊跃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９３ 页；丁勇：《认缴制后公司法资本规则的革新》，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５６ 页。



亦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缴纳的出资是公司对股东享有的债权。 〔１５〕司法实践中

存在债权人向股东主张代位权的大量案例，如在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益

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恒康双鹤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医药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货款纠纷一案 〔１６〕中，原告同时起诉了公司以及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最高人民法

院认为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应在未足额出资部分 ２７００ 万元的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浙江杭叉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鼎源财行财富（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胡亦武、黄文朝等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 〔１７〕中，法院亦认可股东出

资为公司对股东享有的债权。
３． 法定债务说

法定债务说系美国一小部分州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采用的理论，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赋

予债权人请求权，但是法官和法学家却认为法令（ｓｔａｔｕｔｅ）中已经包含了公司债权人直接

追索未实缴出资的股东的权利，将其解释为“法定债务”。 如《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典》
规定：股东必须至少按股票的面值出资。 凭此条规定，法典起草专家巴兰亭、加利福尼

亚州最高法院均认为此即赋予了公司债权人直接请求权。 〔１８〕

４． 担保责任说

担保责任说认为债权人对股东出资预期背后隐藏着与股东的隐性合同，这一合同

系以股东出资额为限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合同。 〔１９〕故当公司不能清偿债权人的债务

时，债权人即可实现对股东的出资预期，要求股东承担担保责任。
总之，不论债权人选择的请求权基础为何，债权人依托上述实体法基础提起诉讼

获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可依凭生效法律文书对股东申请执行。
（二）程序法方案：债权人在执行环节以出资额为限收取股东财产

债权人除了基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以诉讼的方式获得执行依据，亦可基于已经获

得的对公司的胜诉判决，对公司执行不能时，在执行程序中通过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或直接执行公司债权的方式，在股东未缴纳的出资额范围内收取股东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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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德］格茨·怀克、［德］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 》（第 ２１ 版），殷盛译，法律出版

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６２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８）民抗字第 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 ０１０８ 民初 ８７６８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可股东出资为债务，仅
因股东出资未到期从而未能支持债权人行使代位权。
参见王涌：《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实缴出资股东的请求权》，载《公司法评论》（第 ２５ 辑），人民法院出版

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４ － ３５ 页。
参见蒋建湘、李依伦：《授权资本制下的债权人利益均衡保护》，载《中国商法学研究会 ２０１４ 年年会论

文集》，第 １７５ 页。



１． 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在债权人并没有获得针对股东的执行依据的情形下，我国法律允许债权人依据对

公司的胜诉判决，在执行环节执行股东财产。 债权人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 １７
条 〔２０〕申请追加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执行其在未出资的范围内的

财产。 如在郭某诉李某、冯某、某科技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２１〕中，法院穷尽执行措

施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李某、冯某追

加为被执行人，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恩某、广州某

公司等其他案由执行异议一案 〔２２〕 ，俞某、杭州某公司等执行审查一案 〔２３〕等案件中，
法院亦作出类似裁判。

２． 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执行被视为债的股东出资

若将股东出资视为债权，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 ４９９ 条第 １ 款 〔２４〕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工作规定》）第 ４５ 条 〔２５〕 ，将
股东出资作为债务人的公司的责任财产，从而使得债权人可以代位收取。 在认可股东

出资为债权的条件下，债权人还可依据《民诉法解释》第 ４９９ 条要求股东将出资直接支

付给债权人。 如在吴忠市大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万家壹品有限公司民事执行

一案 〔２６〕中，万家壹品有限公司差欠吴忠市大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款项，但无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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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参见《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 １７ 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

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司类纠纷审判白皮书（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二十个公司类纠纷典型案

例之五；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桂 ０２ 民终 １８５６ 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２０２１）陕民终 ９３２ 号民事判决书等案例亦与此类似，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参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４）粤 ０１１４ 执异 ３４１ 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诸暨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４）浙 ０６８１ 执异 １４３ 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民诉法解释》第 ４９９ 条第 １ 款：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

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
参见《执行工作规定》第 ４５ 条：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
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

知）。 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 　 　 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１）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

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２）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

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３）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

向执行法院提出；（４）第三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
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宁 ０４ 执恢 ４ 号执行裁定书。



可供执行，后发现股东北京兴竹同智公司对万家壹品有限公司负有到期出资义务。 法

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对应当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北京兴竹同智公司发出执行裁定书

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将该出资款项由债权人吴忠市大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直接

领取。
二、对出资加速到期股东执行方案的路径审视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实体法方案与程序法方案，共同聚合形成了债权人针对股东

出资加速到期的执行路径。 权利的聚合实现了对债权人的多重保护，立法没有对债权

人在上述方案之间的选择作出限制性规定。 但权利的聚合亦容易导致权利的竞合，上
述执行方案中，有些方案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亟需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分析

其在当前法律框架下的合理性。
（一）实体法诉讼执行方案面临的解释困境

法定债务说系一种法理推理，此学说并未实际说明为何股东应该越过公司对债务

人直接承担出资义务、为何此出资义务系法定债务，故此学说没有提供符合证成路径

的法律解释方案。 担保责任说缺陷在于担保责任应基于合同约定或法定，出资的担保

责任缺乏法律明文规定。 担保分为意定担保和法定担保，意定担保需经当事人双方协

商一致才可订立，我国目前规定的法定担保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留置权、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等情形，法律并未明确将股东出资视为一种对债权人的法定担保。 故

担保责任说缺乏当事人合意的事实支撑、法律依据支撑，难以得到认可。 在我国法律

框架下，法定债务说和担保责任说并没有适用余地，且司法实践中亦没有采用此两种

学说进行裁判的相关案例，故对此两类实体法请求权基础不再赘述，而重点分析另外

两种学说。
债权人代位权说存在诸多《公司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解释上的冲突。 其一，股东出资能否简单定性为债存疑。 理论界对股东出资义务的法

律性质，有约定义务说、法定义务说、约定义务与法定义务结合说这三种学说。 〔２７〕股东

出资可以由公司和股东在公司章程内自由约定，但此种自由约定需受到《公司法》中一

些强制规范的约束。 股东的出资义务交由股东自治，但是这种自治受限于出资期限、
出资形式、最低出资额、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等法定要求。 〔２８〕故股东出资兼具约定性和

法定性双重属性。 按照债的设定方式以及债的内容是否允许当事人依自由意思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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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磊：《认缴制下公司存续中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责任研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８ 页。
参见朱慈蕴：《股东出资义务的性质与公司资本制度完善》，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８２ 页。



可以将债分为法定之债和意定之债。 〔２９〕典型的法定之债有侵权行为之债，意定之债有

合同之债。 而股东出资具备法定和意定双重属性，难以将其归属于某类债的类型。 且

股东出资具有不可转让性，但《民法典》第 ５４４ 条规定债权一般情形下可转让且无需债

务人同意，仅需通知债务人即可。 总之，股东出资不具有债的某些基本属性。 其二，股
东在代位权诉讼中能否主张先诉抗辩权存疑。 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１３ 条

第 ２ 款的规定，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的是补充责任，故股东系在公司已无财产可供

执行时才承担责任，在履行顺序上存在顺位，故股东实际上享有先诉抗辩权。 先诉抗

辩权程序在学理上虽然存在起诉说、诉讼说、执行说和综合说等多种观点， 〔３０〕但多认

为其是对抗债权人的担责请求权，系执行顺序上的“先执行”抗辩权。 〔３１〕 《民法典》第
５３５ 条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要件，该行使要件并不包括债务人财产不足以履行

对债权人的债务。 按照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法律要件分类说” 〔３２〕 ，债权人仅需

证明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成立即应获得胜诉判决，法院就应当认可债权人对股东主张权

利。 股东所享有的先诉抗辩权是否能成为代位权成立的妨碍要件存疑。 因为在代位

权诉讼构造下，承担责任的主体直接是作为次债务人的股东，作为债务人的公司实际

上并不是代位权诉讼的债务承担主体，也就不存在在判决中认定两者承担责任的先后

顺序的问题。
第三人侵害债权说争议最多的是债权作为相对权是否为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债权属于侵权责任保护范畴。 相关法律的起草专家说明，不论是原

《侵权责任法》第 ２ 条第 ２ 款规定的“等人身、财产权益”，还是《民法典》第 １１６４ 条规

定的“民事权益”中，都包含债权，即债权是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 〔３３〕以第三人侵害债

权作为债权人向出资加速到期股东主张请求权的基础，具有正当性。 股东作为公司、
债权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在公司无能力履行债务而股东仍不缴纳出资

时，股东违反了应当缴纳出资的法定义务，义务的违反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未能实现，侵
害了债权人的债权。 股东存在侵害的故意、不法的行为，且该行为与受损害结果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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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法直接执行方案呈现的学理与实践难题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程序法上债权执行方案以及追加被执行人方案，主要依据

《执行工作规定》《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等执行法规进行执行实务操作，而上述执行

法规所依凭的执行法理与《公司法》的股东出资理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１． 程序法执行方案突显的公司法与执行法的冲突

（１）公司法秉持的入库规则与执行法的优先受偿规则

对股东出资的执行，长久以来存在着“入库规则”和“直接受偿规则”的争议。 “入
库规则”支持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担保债务，故股东出资应当入到公司全部资产的“库”
中，所有债权人应当以该资产平等受偿。 “直接受偿规则”又称“优先受偿规则”，支持

先取得执行名义并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可以就该股东出资得到优先受偿。
在《公司法》层面，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法律后果应遵循“入库规则”，因为股

东承担的出资义务对象系公司而非债权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后，股东不应当向

个别债权人清偿，而应将出资归入公司的整体资产中。 〔３４〕众多研究《公司法》的学者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立法专家在对《公司法》第 ５４ 条进行法条释义时均认为

此条款采取的是“入库规则”。 〔３５〕

《民法典》第 ５３７ 条第 １ 句规定的代位权方案，其遵循的是“入库规则”还是“直接

受偿规则”在学理上存在争论。 〔３６〕但根据立法工作者对此条款的权威释义，此条款应

适用“直接受偿规则”。 〔３７〕而《民法典》第 ５３７ 条第 ２ 句，更倾向于是对第 １ 句的限制性

规定。 至于依据《民诉法解释》第 ４９９ 条和《执行工作规定》第 ４５ 条采取的执行股东债权

方案，此条款实际上遵循“直接受偿规则”。 对到期债权的执行方式有多种，德国、日本、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普遍规定的有收取命令、移转命令、支付转给命令等方式。 根据对

《民诉法解释》第 ４９９ 条的权威解读，我国的债权执行条款属于“收取命令”，即执行法院

以命令的形式允许申请执行人直接收取被执行人对于第三人的债权。 〔３８〕故我国这种

由债权人直接收取次债务人债权的执行方式，使得债权人获得了优先受偿地位。 而依

据《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采取的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方案，将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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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股东处直接执行并收取钱款，实际上亦是遵循“直接受偿规则”。
（２）公司法中公司独立人格与执行法中对公司人格的穿透

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

任。 公司债权人原则上仅能向公司行使请求权主张公司承担债务，而为了保护公司债

权人的权益，《公司法》允许债权人越过公司向股东主张出资义务，从而使得未出资的

股东的出资回归到公司资产之中。 在《公司法》框架下，公司仍以其资产对债权人担

责，债权人向股东主张责任的作用在于充实公司资产。 股东出资问题涉及的是股东与

公司之间的关系，出资不足的责任与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责任有着本质区别，并不应

将两者混为一谈。 〔３９〕

而在执行法框架下，在直接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方案下，执行

力的主观范围直接扩张至公司股东；在直接执行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方案下，执行

力的客观范围直接扩张至案外人股东的责任财产。 执行力范围的扩张实质上造成了

对公司人格的穿透，债权人可以越过公司直接执行股东的财产。
２． 债权执行方案难以实现其制度目的

根据《民诉法解释》第 ４９９ 条第 ２ 款，只要次债务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人民法院

即不予执行该到期债权，申请执行人需通过代位权诉讼的方式向次债务人另行主张该

到期债权。 故法院在债权执行程序中，仅对到期债权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次
债务人的异议具有阻却执行的功效。 债权人在此路径下很难真正实现对股东出资的

执行。
且在债权执行方案下，执行的范围能否及于非金钱债权存在争议。 有的学者则

认为到期债权的执行范围应当限于金钱债权，因为只有金钱类债权的执行才符合相

应到期债权执行法规中采取“冻结”措施以及执行高效的要求。 〔４０〕有的学者则认为

到期债权的执行可及于非金钱债权，只要该债权具有财产价值，就应作为责任财产接

受强制执行。 〔４１〕而股东出资的方式，不仅包括货币，还包括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

权等非货币财产。 故将股东出资视为债权予以执行时，是否可以执行以及如何执行此

类非货币财产的股东出资，亦是司法实践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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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至未出资股东的正当性存疑

《民事诉讼法》第 ２４３ 条规定了公民死亡和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时，由权利义务承

受人履行义务。 此条款历经多次修法未经任何修改，被认为是执行力扩张的法律依

据。 自然人的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主体的消灭产生的承继，在学理上被归纳为执行

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一般承继人”情形。 因买卖、赠予等法律行为，或因法院的公法行

为，或依据法律规定，而受让诉讼标的权利和义务的人，则被称为“特定承继人”。 〔４２〕

未出资义务的股东即属于“特定承继人”。 对第 ２４３ 条进行文义解读，当然可以推出

“一般承继人”，因为原义务主体消灭而不得不进行主体变更。
作为“特定承继人”的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能够当然地成为执行力主观范

围扩张的主体，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 这涉及到既判力与执行力的关系。 持“一元论”
的学者认为，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与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是同一的，未经审判程序之判定，
且不存在既判力扩张的特殊情形，民事主体原则上不应被列为被执行人，追加股东为

被执行人这类穿透式执行力扩张背离了一元论。 〔４３〕持“二元论”的学者认为，执行力

的主观范围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存在明显区别，执行力的扩张有其正当性基础，基于

执行效率等考量因素，可以追加未出资的股东等主体为被执行人。 〔４４〕

对于追加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我国最早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可以追

溯到 １９９０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

通知》，该文件提出开办公司的党政机关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或抽逃的注册资金

范围内承担责任。 这份文件的适用主体范围限于党政机关开办的企业。 １９９４ 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对
上一份文件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宽，明确开办企业应在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

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这两个文件本来是为审理案件制定的，但在执行程

序中也逐渐开始适用。 〔４５〕１９９８ 年《执行工作规定》第 ８０ 条首次直接规定了出资不实、
抽逃出资的股东可在执行程序中被变更或追加为被执行人。 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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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 １８ 条对上述条款仅在语言陈述上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基本

沿袭了上述规定，仍规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可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为被执行人。
从上述法律规范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法律规范性文件刚开始只是确认未履行出

资义务的股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想从审判的角度追究股东的责任，而在 １９９０ 年以

前，我国法院内部基本上是审执合一，故在执行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更倾向于是一

种司法实务中的历史习惯。 在 １９９８ 年，这种历史习惯被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执行工作

规定》上升到法律规范性文件层面。 而 １９９８ 年《执行工作规定》的起草者认为，涉及到

新的当事人承担实体责任的时候，最好应经过审判程序作出判决来确定，只是基于当

前的诉讼制度不够发达、审判力量限制等原因，才作出此种规定。 〔４６〕基于审执合一的

历史习惯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如今持续实行审执分离改革的当下，该历史习惯实

际上与当前的诉讼制度改革相背离。
三、对出资加速到期股东执行方案的适法路径选择

不论是基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向股东提起诉讼，还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在执行程序

中通过保全债权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直接收取股东财产，债权人都是为了实现自己

的债权，故这两类方案对于债权人来说，功能是重合的。 功能的重合应当带来更高的

制度价值。 但上述方案有的存在解释论的困境，有的存在实践难题，任凭这些功能重

合的方案发展，实际上不利于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完善。 应选择一个尽可能同时贴合

《公司法》与《民法典》，且能够较好衔接民事诉讼与执行程序的方案。
（一）实体法“第三人侵害债权”方案系应然选择

１． “侵害债权说”在解释论上更具合理性

鉴于“法定债务说”和“担保责任说”存在上述学理解释上的困境，而“债权人代位

权说”亦不能恰当处理股东出资的法律性质、股东所享有的先诉抗辩权问题，“侵害债

权说”虽被部分学者质疑债权不应作为侵权责任的保护范畴，但学界普遍认为债权不

论是作为一种权益还是权利，均应作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 〔４７〕故“侵害债权说”相较

于其他学说来说，更为符合《公司法》和《民法典》的理论解释体系，此学说无需探讨股

东出资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不是债，仅需关注股东出资的行为本身对债权人造成的影

响，且可直接适用侵权法的一般条款，具有明确的实体法基础。
２． “第三人侵害债权”下被告股东范围更为明确

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下难以向已转让股权股东追责。 依照《公司法》第 ８８ 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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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股东转让已认缴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的，转让人仍需

对受让人未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但如果将股东出资认定为债，在合同法框架

下，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实际上系将出资义务一并转让，可视为原股东脱离

了该债务关系。 故在代位权诉讼构造下，原股东不应视为公司出资义务的债务人，债
权人就无法向已经转让股权的股东主张出资责任。

而在第三人侵害债权下，基于资本充实原则，不论是登记在册的现股东，还是已转

让股权股东、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只要其违反了资本充实原则、涉嫌侵害债权人的

债权，均可将其作为被告。
３． “侵害债权说”法律要件已然涵盖股东先诉抗辩请求

在第三人侵害债权诉讼构造下，股东的侵权行为系作为债权人的原告需要举证证

明的法律构成要件。 而股东的侵权行为之所以成立，系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股东仍未缴纳出资。 故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或不能清偿债务，系侵害债权行为成立的前

提条件之一。 股东在侵害债权诉讼构造下无需提出先诉抗辩请求，证明公司已经先行

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系原告的责任，且法院在作出裁判时需要对此事实进行审查确认。
股东提出先诉抗辩权，系为了在公司之后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公司法》第 ５４ 条

亦将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作为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前提条件。 在债权人代

位权诉讼构造下，并不要求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而只强调次债务人的责任承担。 而在

第三人侵害债权诉讼构造下，公司的先行担责义务当然地涵盖在侵权行为法律构成要

件之中。 如此，不仅很好地保障了债权人的权益，同时还使得股东可以享受公司独立

人格保护下的防护罩功能，只有在公司资产不足时公司的防护功能才得以被刺破，债
权人才能越过公司向股东主张责任。 此方案很好地实现了对债权人和股东利益保护

的平衡。
（二）程序法直接执行方案应当予以摒弃

程序法直接执行方案不仅存在上文已经分析过的《公司法》与相关执行法规的冲

突，还存在诸多问题而不能实现执行本应有的效率价值，该方案应予以废弃，而统一适

用“第三人侵害债权”诉讼方案。
１． 实体法方案对比程序法方案执行效果更佳

程序法方案不仅存在上述与《公司法》的规则冲突，无法实现实体法与执行法内部

体系的协调一致。 且追加被执行人方案涉嫌以执代审，债权执行方案法院仅能就异议

进行形式审查，故两种执行方案都十分容易引发执行异议之诉。 这就使得执行法方案

本应具有的执行便捷、高效功能未能得到发挥。 与实体法诉讼方案相比，执行法方案

已无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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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法方案不论是诉讼中可采取的诉讼保全，还是诉讼后获得裁判文书作为直接

执行依据，对比执行法方案，在执行效果上都更为突出。 其一，债权人基于实体请求权

向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因次债务人为诉讼当事人，故诉讼阶段债权人即可对次债务人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无需等到执行阶段，这更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在执行阶段有财产

可供执行。 其二，基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提起诉讼，获得针对股东的胜诉判决，债权人

可获得基于既判力的强有力保障。 而在执行阶段采取的执行债权系执行措施，追加被

执行人系执行力的扩张，相较于既判力来说，对债权人的保障程度较低，股东可能通过

提起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较为轻易地排除债权人的申请执行行为。
２． 实体法方案系审执分离的应然要求

我国法院民事执行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

立到 １９８９ 年，基本上实行审执合一，１９５１ 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７９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都规定民事执行工作由人民法院负责；第二个阶段，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实行法院内部审判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第三个阶段，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为在

执行局内部实行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执行审查权）的分离。 〔４８〕我国司法机构的

改革实践说明，审执分离一直是我国执行制度的发展方向与追求目标。
回归审执分离的原旨，“审执分离”首先表达的是国家司法权中审判权与执行权的

基本分工，审判权的行使对象即审判事项的核心，是民事主体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

议，故执行权绝不能染指实体权利义务争议的裁决。 〔４９〕假使执行程序无法避免需要处

理部分实体争议，德日等国仍将其限定于那些极容易判定的特定事项，如对于债权人

同时履行的对待给付判决、附确定期限的判决、债权人提供担保作为执行开始的条件

这些实体事项，由执行机关自行审查。 〔５０〕执行程序仍需秉持执行形式化原则，在执行

阶段，追加出资加速到期股东为被执行人，可能需要审查股东未出资的具体数额、股权

是否存在转让、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是否均需担责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涉及实体

争议，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处理。 若股东对此提出异议，法院仍裁定予以追加时，很
多股东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在“追加 ＋ 执行异议之诉”的构造下，此执行方案已经

丧失了其原有的执行高效功能。 且股东不仅可以以货币出资，亦可以实物、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涉及到这些非货币资产出资数额的作价等问题，参考《民诉法

解释》第 ４９２ 条对特定物毁损灭失折价需要另行起诉的规定，涉及到非货币资产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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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也应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予以处理。
３． 以诉讼而非执行程序追究股东责任系域外法普遍做法

一是域外法优先以公司内部催缴通知的方式追究股东的出资责任。
美国早期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示范公司法》（Ｍｏｄｅ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经 １９６９ 年、１９８４ 年两次修订废除了法定资本制，在股份的发行上确立了经典的授权资

本制，并借助公示制度将对债权人的保护建基于公司的资产信用之上。 〔５１〕除很少的一

些州外，美国大部分州都取消了法定最低资本的要求，理由是最低资本额的任意性并

不能为债权人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保护。 〔５２〕在美国《示范公司法》的背景下，董事会可

以决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资本是一次缴足还是分期缴纳，还可根据董事会的催缴通知

而缴付。 〔５３〕

英国《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对私人公司没有作出最低资本要求，
但要求公众公司的授权资本最低数额是 ５０ ０００ 英镑。 〔５４〕 英国对于股份的缴纳采取

“部分实缴股份 ＋董事会催缴”的模式。 如果是公众公司，股份票面价值的四分之一和

所有的溢价必须在股份配售之前缴付。 〔５５〕

德国并未施行统一的公司法，而是根据公司形式分别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法》
（ＧｍｂＨＧ）和《股份法》（ＡＧＧ），两个类型的公司均设置了最低资本要求。 德国的出资

缴纳方式对现金出资和实物出资作出区分，现金出资一般可以分期缴纳，而实物出资

一般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转交公司。 当股东未按照章程的规定缴纳出资时，一般系通过

内部责任 〔５６〕的方式解决，由公司对股东进行催缴。 德国学界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在满

足公司已将剩余股金支付请求权抵押给公司债权人、公司清算、公司破产时，股东在收

到催缴通知时应立即支付剩余的股金。 〔５７〕若股东不支付股金，公司还可采取除名处

分、出售股份等措施。 上述对股东出资的追缴都未涉及到第三人，均在公司内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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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域外法债权人向股东主张责任通常以诉讼的方式进行。
美国并未赋予债权人向股东直接追讨出资的权利，但存在与此类似的公司资本不

足的问题。 资本不足一般被定义为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或明显不足以承担其经营可能

造成的风险和义务。 〔５８〕美国法院将资本不足作为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一个因

素，且对侵权行为债权人和合同债权人作了区分。 合同债权人一般界定为“自愿”债权

人，其一般在知情的情况下与公司进行交易，并且知道或有机会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
侵权行为索赔人通常情况下没有选择权，也没有机会检查公司的财务状况，系非自愿

债权人。 如果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法院一般倾向于让股东对非自愿债权人承担赔偿

责任，而债权人则需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责任。 〔５９〕

与美国类似，英国公司法下，股东的出资不足是债权人向股东行使追索责任的原

因之一。 股东没有出资或转移出资，导致公司实际偿付能力降低，从而侵犯了不知情

的普通投资者的利益，股东责任在此是一种侵权责任。 〔６０〕在德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

对于公司资本过低的看法存在一定分歧，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支持公司资本

实质过低时，第三人可依据德国《民法典》中的违反公序良俗故意损害的侵权责任，向
股东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６１〕

日本《公司法》规定了股份公司和份额公司两种主要的公司类型，两类公司原

则上均要求股东在公司成立前实缴全部资本，除非股份公司的全体发起人同意、份
额公司的全体社员同意且不影响公司的登记、注册时，股东才可以在公司成立后缴纳

出资。 〔６２〕故这两类公司原则上在公司设立时已经全部缴纳出资，不存在出资不足或出

资加速到期的问题。 而日本存在类似的股东出资责任问题，若股东以现物出资，通过

串通董事、执行董事等方式，以明显不公正的价格接受了募集股份，则该股东应就接受

金额和股份的公正价格之间的差额向公司承担支付义务，此种出资责任需通过股东代

表诉讼的方式进行追究。 〔６３〕

三是大部分域外司法管辖区并不在执行程序中采取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等方式

追究股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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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起诉公司获得胜诉判决，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一般被

认为系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通过执行文付与制

度将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问题阻隔在外，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很大程度上恪守“执行力

主观范围 ＝既判力主观范围”， 均将相关争议尽量交由审判程序解决。 〔６４〕故域外司法

管辖区在执行程序中一般秉持审执分离原则，遵循执行形式化原则，不将涉及实体争

议事项置于执行程序处理。 当股东并非被执行人时，一般不通过执行程序使得债权人

越过公司追究股东责任。
四、“第三人侵害债权”路径下执行程序的具体设计

在“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诉讼执行方案下，可通过审判程序判定当事人争议的实体

法律关系，确定能够得到支持的被告股东的范围。 从生效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出发，确
定执行程序中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客观范围。

（一）依凭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

１． 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可涵盖的范围

《公司法》第 ５４ 条规定债权人可向出资加速到期股东主张责任，但没有意识到

“股东”一词所及范围甚广，结合《公司法》其他条款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从公司

资本充实责任出发，股东除了登记在册的股东，还可包括已转让股权股东、公司设立时

的其他股东。
若股权存在转让事实，股东范围可涵盖已转让股权股东。 股东出资义务尚未到

期，股东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该出资义务，就将股权转让给他人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对

出资责任的承担，需要根据转让人是否善意进行区别认定。 当转让人为善意，即与受

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转让人将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告知受让人，或者受让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仍然受让股权的，则股权转让合同

有效。 原则上受让人系承担该出资义务的第一责任人。 债权人可向受让人主张责任，
亦可依据《公司法》第８８ 条第１ 款 〔６５〕要求转让人也承担补充责任。 当转让人为恶意，
即与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其隐瞒了出资瑕疵的事实，受让人并不知道也不应

当知道出资瑕疵的事实，并因此受让股权，则受让人有权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

让合同。 若受让人已经行使撤销权使得股权转让合同归于无效，在此情形下，债权人

可向已转让股权股东（转让人）主张责任。
股东范围亦可涵盖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 依据《公司法》第 ５０ 条，公司设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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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杭平：《再论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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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的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出资不足承担连带责任。 故债权人向出资加速到期股东提起诉

讼时，亦可将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 但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

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发起人）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补充责任”、
“有限责任”和“一次性责任”。 〔６６〕

２． 以既判力主观范围确定被执行人股东的范围

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范围，可能涵盖现股东、已转让股权股东、公司设立时的其他

股东等。 如果在执行环节予以处理，不仅牵涉实体争议，且可能将众多本来与案件无

涉的公司股东纳入案件之中，使得法律关系处于动荡不安状态。
如果没有针对股东的生效裁判文书，直接在执行环节追加、变更股东为被执行人，

这就涉及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根据审执分离原理，执行机构无权对作为“执行力

主观范围扩张”基础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攻击防御方法进行实体审查，故执行机构不能

自行审查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力是否向第三人扩张。 〔６７〕故一般而言，执行力的主观

范围扩张至继承人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扩张至公司股东等这类主体则需要论证其妥

适性与正当性。 〔６８〕

在“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诉讼执行方案下，通过诉讼环节的充分程序保障与实体审

理确定股东的范围，在执行环节直接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 依

据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从而推及执行力的主观范围，不仅具有正当性，秉持了审执分离

原理，且后续不会涉及针对被执行人股东是否适格的执行异议之诉。
（二）执行程序中秉持公司为第一顺位被执行人

现行债权人向出资加速到期股东主张权利的两个执行法方案，存在《公司法》上入

库规则和执行法上优先受偿规则的冲突。 而在第三人侵害债权方案下，人民法院在诉

讼和执行中均使得公司为第一顺位的责任承担人，实现诉讼和执行程序的良好衔接。
１． 法院在侵害债权裁判中载明股东的补充责任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种类可分为直接侵害债权、间接侵害债权两种。 〔６９〕出资加速

到期的股东，是以出资到期却不缴纳出资的行为作用于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从而间

接侵害债权人的债权，故属于间接侵害债权。 公司和股东之间在此并没有恶意串通

侵害债权的故意，公司在此并不是侵权行为人。 股东侵害债权承担系一种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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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清算纪要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１５ 页。
参见黄忠顺：《 “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深度透析》 ，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７５ 页。
同前注〔６４〕，陈杭平文，第 ４１ － ４３ 页。
参见王建源：《论债权侵害制度》，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第 ４１ 页。



责任， 〔７０〕损害赔偿的范围以未履行出资为限，且股东的侵权行为以作为债务人的公司

不能履行债务作为前提，故股东的债权侵害责任实质上系一种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

任。 法院在债权人提起的股东侵害债权诉讼中，裁判文书应当明确注明股东承担的系

未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民事侵权中的安全保障义务领域，系第二顺位的赔偿

责任，当直接责任人资力不足无力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安全保障义务人才承担第二

顺位的相应补充赔偿责任。 〔７１〕与此类似，股东对债权人的侵害亦立基于作为债务人的

股东无力清偿债务，其责任承担具有限制性、补充性、顺位性。
２． 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保障股东的“先执行”抗辩权

正如债权人代位权应采入库规则或优先受偿规则的争论一样，民事执行中应实行

优先原则还是平等原则亦存在立法例上的对立。 〔７２〕以第三人侵害债权诉讼获得执行

依据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应在充分考量公司资本对所有债权人的保障功能的基础

上，在执行程序中尽量实现公司、股东、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
当债权人仅为一人时，就该诉讼获得的股东出资范围内的损害赔偿，债权人可申请

直接予以执行。 当债权人为多人时，应当按照《执行工作规定》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
的规定进行处理，在不存在担保物权等优先权的情况下，若公司资产和股东出资能够

清偿全部债务，则按照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若不能清偿全部债务，则按照债

权数额比例受偿。 在公司满足破产条件时，适用执行转破产程序进行处理。
股东因承担补充责任而享有的“先执行”抗辩权，可在执行程序中行使，若股东在

执行过程中发现公司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股东可抗辩要求法院先执行公司的财产。
股东因出资义务承担的责任系一次性责任，存在多个债权人同时主张的，股东在执行

环节已经承担出资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的，无需再行承担。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路径下股东的执行救济

“第三人侵害债权”诉讼执行方案下，执行程序秉持执行形式化原则，执行机构依

据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以及股东承担的补充责任的具体范围，股东

按照裁判文书确定的数额承担债务的补充清偿责任。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不及于基准

时后发生新事实的情况。 〔７３〕故裁判后发生新的事实，应赋予股东执行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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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博宇、孙舜新：《第三人侵害债权研究》，载《民商法论丛》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８０ 页。
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 页。
参见肖建国：《我国强制执行平等与优先原则论纲》，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第 ６７ 页。
参见吴明童：《既判力的界限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第 ８２ － ８３ 页。



将生效裁判文书因实体上的问题所导致的执行结果错误归属于执行不当，而将执

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以及执行方法、手段上违反了执行法规范归属于执行违法，两者有

不同的救济手段，前者为执行异议程序，后者为诉讼程序。 〔７４〕获得生效裁判后，如发生

公司注册资本的增资减资这些变更导致的股东出资范围的变化、公司股东转让公司股

权导致需要变更被执行人等新事实时，公司股东享有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 但一

般而言，执行异议之诉并不能中止债权人对股东的执行。
总之，实体法“第三人侵害债权”方案，对比诉讼法直接执行方案，充分贯彻了审执

分离原则，由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确定执行力的主观范围，同时在执行程序中可充分保

障公司股东的先执行抗辩权，实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良好衔接。
结语

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系公司法的基础。 〔７５〕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

立足于股东有限责任的同时，亦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实现。 债权人对股东出资加速到

期的执行方案，涉及到债权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动态平衡，涉及到股东期限利益与市

场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 债权人的利益需要保护，但是股东的投资热情与市场经济的

活力亦需要保障，诉讼执行方案对比直接执行方案在法律调整上是更优选择，还兼顾

了《公司法》与《民法典》《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协调与对接。 在现代法学之下，民事实

体法学与诉讼法学虽然都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直到现在两者之间也没有建立起充分的

学术联系。 〔７６〕学科之间的壁垒与隔离带来各学科的碎片化状态，民事诉讼法应从实

体与程序两个维度展开动态关照，实现民事诉讼制度构建的系统性、宏观性与整体

性。 〔７７〕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执行法在进行制度构建时，应审视与《民法典》《公司法》等
关联法律的制度衔接和同步完善，从而贯彻实体法与程序法统一下“依法治国”政策目

标，推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全文共 ２０，５６１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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